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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年代初期李富春关于农业恢复发展的思想

● 王定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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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年代初，由于“大跃进”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的影响，中国国民经济遭受了新中国成立

以来最严重的困难，农业是重灾区。为了尽快恢复发展农业生产，作为当时经济工作的

重要负责人，李富春在中央的领导下，提出、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思想。这些思想分为三

个方面，剖析困难原因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基础，以农业为基础、工业支援农业发展是核

心，积极支持农业中出现的创新做法是关键。

经济计划；综合平衡；包产到户

20世纪60年代，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

的影响，国民经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

的困难。粮食产量1960年降至2870亿斤，比1959年

减少530亿斤，比1958年实际产量的4000亿斤减少了

1120亿斤，跌落到1951年水平。许多地区非正常死

亡率大幅度上升，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

万。1960年夏天开始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

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。[1]

为了扭转局面，中共中央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

调整、恢复国民经济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

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

春，在这次调整、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，提出了

许多恢复农业生产的观点，对农业乃至国民经济快

速走出低谷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本文主要探讨1960—

1962年期间，李富春关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思想。

李富春从分管全国计划工作的角度，认为农业生

产之所以出现严峻的困难局面，主要有以下原因：

（一）对农业生产的估计不切实际。在大跃进

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，生产指标一再被调高。农业

也不例外。在1960年6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

（上海）上，李富春坦诚地说，1959年对外公布的

粮食产量是5401亿斤，实际只有4800亿斤，后来核

实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，实际产量比公布的产量低

了2000多亿斤，但对1962年拟定的粮食产量6600亿

斤，他说：“今年报个老实数字，明年、后年才好

搞。”[2]在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，他又

指出农业存在摊子铺的太大，农业水利基建规模太

大的问题。在1961年7月全国计划会议上，在分析困

难局面造成的因素时，指出不切实际的估计是重要

原因。从李富春的几次讲话可以看出，无论是预计

的过高数字，还是铺开的过大摊子，主要源于对农

业产量的不科学估计。

（二）对农业生产复杂性的认识缺乏深度。在

1960年7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（北戴河）上，李富

春指出，我们一个时期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、复杂

性认识不够。11月上旬和中旬，李富春在国务院各

办负责人和工交各部党组会议、第九次全国计划会

议上，把对农业工作，总结为三个“认识不够”，

一是对以农业为基础、工业为农业服务、工农业并

举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认识不够；二是对人民公社

必须坚持三级所有制，对一平二调的“共产风”破

坏生产力的危害性认识不够，对三级所有制总是动

动摇摇，对发展社办经济总想搞快搞多。三是对劳

动力的重要性，对全面地按比例地安排劳动力的必

要性认识不够，没有深刻认识劳动力是生产力的第

一要素，浪费劳动力是最大的浪费。

（三）只关注工业导致对农业的忽视。作为国

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，还跳出农业自身，以更开

阔的视野总结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的因素。1960年11

月，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，他指出，我们搞工

业，往往从工业本身考虑，而不首先从农业着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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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真正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，对农村的情况

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往往不甚了了。

他举例说因为工业指标过高、过大，导致从农村抽取

了大量劳动力，导致农村生产力削弱。他还做了自我

批评，作为计划机关的第一负责人，制定计划常常也

是注重工业、忽视农业。在1961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

作会议上，他又从比例角度分析了农业造成失误的原

因，指出由于工业方面指标过高、计划过大，工业比

例过大，挤占了农业的比例，影响了农业的发展。

李富春是党内较早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央负责

人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各产业的相互关系，有着

比较深刻的认识。早在1949年，他在东北局农工商

会议上就指出：“譬如发展生产，必须首先发展农

业生产。这是因为工业原料的大部分是从农业中来

的，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又在农村，农民在全国人

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。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、销

路和原料这三大问题，无一能够离开农业。轻视农

业是根本错误的。但是，农业的发展，农民要免除

贫困获得经济上的解放，又必须依靠工业。因为实

现农业机械化，发展大规模生产，农民生活必需工

业品的供给，都得依靠工业。[3]在本次国民经济调

整中，李富春延续了这一思想，并鲜明提出农业是

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工业要支援农业发展的思想。

（一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。自1960年开

始，关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，李富春反复强调要以

农业为基础，他强调：“要抓农业，以农业为基

础，抓农业主产、基建、劳动力、生活的全面安

排，真正实现工农业并举。”他还举鞍钢为例，

说：“现在每月二两肉，每天四两菜，这是不能长

久维持的”，“如果农业搞不好，就影响工业，

影响城市，农业搞不好，就抽不出多的劳动力搞工

业”。[4]他要求在1961年和两三年内“必须更好地

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，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

针，争取农业丰收，特别是粮食的丰收”。

如何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？ 

一是增加农业劳动力。他认为劳动力是农村的

第一资源，提出对农村劳动力必须做全面的、全年

的安排，保证一年四季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。为了

增加农村劳动力，同时减少城市人口，中央成立了

以李富春为首的精简小组。李富春反复强调，由于

各行业情况不同，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行业，精减

人员必须考虑对恢复农业生产的影响。在听取轻工

业部汇报时，李富春指示，轻工业的并厂、停产和

减人，应充分估计到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原料，首先

从原料的供应可能出发，不从需要出发。[5]到1963

年6月,全国共精简城镇人口2600万。这就意味着农

村增加了2600万劳动力。

二是增加农业发展指标。在1960年的北戴河中

央工作会议上，李富春指出应对工业进行整顿、巩

固和提高。后来，周恩来在吸收李富春意见的基础

上，将其定为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

针，成为一个时期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。

调整工作首先从农业开始。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

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，对1961年计划指标做了

调整，共涉及五项指标，只有煤炭和粮食增加了。

粮食则调高到4100亿斤，比计委会议时增加了200亿

斤。这年7月，北戴河全国计划会议又对计划数字

做了调整，这次涉及四个方面，粮食产量，1961年

预计为2700亿斤，1962年在上年实际达到产量的基

础上增长8%-10%。而钢产量、煤炭产量、基本建设

投资均降低了。[6]国家计委草拟的1963年计划控制

数字，1963年工业总产值比1962年的预计数字要下

降，而农业总产值则比1962年预计数字增长。这说

明在计划工作中，农业摆在了突出位置。

三是优先安排农业发展。在八届九中全会上，

李富春做了《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

见》的报告。报告指出要按照农业、轻工业、重工

业的次序安排经济生活。就是要“先安排好农业，

再安排重工业；在安排重工业的时候，又必须安排

好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农业机械、农具、化肥、

农药等行业，再安排其他行业”。并将其上升到政

治高度，他指出，“按照农业、轻工业、重工业的

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，加快农业的发展，增加农民

的收入，减轻农民的负担，这是一个经济问题，也

是一个政治问题。因为这样做，将大大有利于工农

联盟的进一步巩固。”在比例关系上，加强综合平

衡工作，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，提高轻工业

的发展速度，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，特别是

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。

（二）工业要支援农业的发展。作为国家计划

工作的领导人，李富春要求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发

展，首先就是工业支援农业。他在1960年7月北戴河

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主要是钢铁、机

械、化肥、农药、运输，今后两年钢材的分配比例

争取做到11%—12%。之后的会议上，强调农业基础

地位之后，必然同时强调工业要支援农业的发展。

在1961年1月李富春在广东的调查中，建议出去

调查的干部，如果以工业为重点，也要看看农业和

工业；如果以农业为重点，也要看看同农业有关的

二、核心思想：以农业为基础、工业支援农业发展



党史人物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6月号
23

工业。[7]1962年五月会议后，经过对江苏、安徽、

山东的调研，他进一步坚定了在调整中首先要恢复

和发展农业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的思想。因此要

求国家计委多关注农业，每个季度都要向中央政治

局报告情况和问题。此时，他对工业支援农业有了

更深刻的认识。他认为，支援农业，不根据情况提

出具体政策，光提指标，有可能不切合实际，生产

出来的工业产品没有人要，还得积压。因此提醒工

业部门要注意从实际出发，从农民的需要出发。例

如，现在农村生产关系有改变，生产队小了，而我

们还生产些大的农业机械，就卖不出去。[8]

在国家计委研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

五年计划时，李富春强调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

以支援农业为中心，把方针任务、措施和主要指标

提出来。要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，进一步调整

重工业，以利于支援农业，在恢复发展农业的基础

上，逐步改善人民的吃穿用，调整物价和工资，提

高人民生活水平。[9]即使这样，他认为还不够，要

以农业为中心，对生产和基建指标再进行调整。他

致信国家计委几位副主任：“关于生产和基建指标

的安排恐应以支援农业为中心进行一些调整，根据

（一）明年如何支援农业（当务之急）；（二）增

产轻工业品，有些农具可用铁板做；（三）维持重工

业支援农业的简单再生产；（四）照顾国防的需要；

（五）哪些留有余地，哪些是满打满算的。”[10]

 

李富春还从实际工作出发，实事求是，向中央

提出建议调整农业政策，以从下到上的视角来为农

业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。

（一）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针。1962年西

楼会议后，中央恢复设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，陈云

为组长，李富春、李先念为副组长，李富春带队到

河南、湖北检查。当时中南局根据中南五省情况，

对农业恢复时间表提出不同要求：湖北、广东、湖

南粮食生产的恢复争取在三年内实现，准备四年；

广西争取四年，准备五年；河南争取六年，准备七

年。李富春赞成这个安排，说这个方针对，争取

快、准备慢，也就是争取好，准备坏。李富春从实际

出发根据具体情况，有区别地对待各地的发展速度。

（二）支持农民自发的创新举措。对农村生产

关系和农业生产管理方式，李富春支持农民自发兴

起的各种生产责任制。他明确表示：“恢复农业，

靠搞好集体经济，要做很多工作，许多具体问题要

解决。另一方面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重灾区，

只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，各种形式都不否定，

如包产到户、责任田，甚至分田到户，都是过渡形

式，要大胆设想，只要有利于农业恢复的形式都可

以采用，还要在政策上加以注意考虑。”[11]这一时

期，刘少奇、陈云、邓小平等也都对责任田和包产

到户持肯定态度。1962年7月，李富春在当前经济工

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：“生产力破坏严重、群众

对于集体经济失去信心的地区，除了说服农民和支

援农民搞好集体经济外，也可以根据农民的意见采

取某些过渡的办法，如安徽省的‘责任田’，河南

省的‘借地’，等等⋯⋯有的地区，可以扩大自留

地。”“生产队在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，农民

自己分得的粮食、油料，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

入自由市场销售。”[12]虽然态度比较谨慎，但还是

突破了以往农业生产“统一经营”的模式。

经过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果断措施，到1962年

底，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，农业生产开始回升。

这一年粮食总产量达3200亿斤，比上年增产250亿

斤，油料总产量达4006.6万担，比上年增产379.6万

担。按当年价格计算，农业总产值达585亿元，比上

年增长6.2%，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。其次，

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，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

例，由1960年21.8%：78.2%改变为38.9%：61.1%。

通过梳理李富春的相关思想，对十八大以来中

共中央反复强调的“解决好‘三农’问题作为全党

工作重中之重，坚持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

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，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

力度，始终把‘三农’工作牢牢抓住、紧紧抓好”

的重要决定，会有更深入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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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创新火花：农业政策可以适当搞活一点


